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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的就业挑战：从短期看长期

蔡 昉

新冠肺炎疫情对生产和消费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对中国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从

而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与此同时，短期冲击的背后也蕴藏长期的结构性因素。中国

人口即将进入负增长时代，将会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对经济增长产生进一步制约。一方

面，经济增长动能转向创新驱动，可能加剧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之间的不对称、人力

资本供需的不平衡，使结构性、摩擦性因素为主的自然失业率趋于提高；另一方面，

就业不充分和质量偏低不利于劳动者报酬的合理提高，也会从需求侧妨碍经济增长潜

力的充分发挥。从劳动者群体的异质性和易于分化的特征出发，更有针对性地扶助各

类就业群体，把短期失业治理与长期挖掘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潜力相结合，应该成为

积极就业政策的优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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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增强，在就业形

势上也得到了严峻的体现，既反映宏观经济下行中的周期性失业冲击，也显现或

隐含长期的结构性就业矛盾。在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和积极就业政策应对短期冲击

的同时，特别要防止短期因素对长期困难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从劳动力市

场面临的现实矛盾出发，剖析长期就业形势和特征变化，预判可能出现的自然失

业率提高趋势。在此基础上，本文揭示积极就业政策应该树立的理念、导向和优

先顺序，进而从近期和长期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蔡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Email:caifang@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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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就业形势及其性质

自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城镇就业遭受持续时间较长的冲击。

可以依据失业的三种类型，即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两者合并为自然失业）

以及周期性失业来认识这一就业冲击的严峻程度。2020年 2月，中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达到 6.2%的高位，系 2018年 1月该指标正式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后虽

然有所回落，但是，如果假设 5%为中国的自然失业率的话，那时以来在更多的

月份里，城镇调查失业率显著高于该水平。2022年 4月，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再

次提高到 6.1%，之后虽然回落，但保持在显著高于自然失业率的水平上。这意

味着中国面对着周期性失业的冲击。借鉴一个根据失业水平判断宏观经济状态的

“萨姆法则”（Sahm Rule），即最近 3个月失业率平滑水平比过去 12个月中最低失

业率数值高出 0.5个百分点，则意味着经济处于衰退状态，[1]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在 2020年第一季度和 2022年第二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均正处于周期性下行区间，

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失业。

然而，周期性失业还不足以刻画中国城镇就业问题的性质。16~24岁青年失

业率的节节攀升，标示着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以及相应的就业困难十分严重，并

且与周期性失业交织在一起，加大了治理的难度。图 1显示的一些重要信息，有

助于我们认识劳动力市场形势及其性质。从大幅度提高的青年失业率来看，一方

面凸显其周期性特征，另一方面也显现其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特征。与整体劳动

力市场表现相同，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这个群体的失业率常态化地处于比

疫情前更高的水平，每年 7-9月份毕业季的失业率峰值都上了一个新台阶，特别

是在 2022年，青年失业率从 4月份开始就大幅度高于上年毕业季最高点水平。巨

大的提高幅度和强烈的波动性固然表明青年群体遭遇的周期性就业冲击，鉴于他

们中很大部分系新成长劳动力，其所面临的结构性困难和摩擦性障碍也是十分突

出的。

[1] Claudia S.,“Direct Stimulus Payments to Individuals”, in Boushey H., Ryan N. and Jay S. eds, Recession
Ready: Fiscal Policies to Stabilize the American Economy, Washington, D. C.: The Hamilton Project and the
Washington Center on Equitable Growt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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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分年龄观察中国城镇失业率的性质（2018年 1月－2022年 5月）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A01[2022-08-03]。

相比而言，虽然 25~59岁群体的失业率也随宏观经济波动表现出周期性变

化，但幅度明显平缓得多。这是由于该群体覆盖的年龄幅度太大，具有极强的异

质性，因此不同细分年龄段的劳动力市场表现特征很可能产生相互抵消的效果。

不过，这个群体相对平缓的失业率变化特点，总体来说是可以解释的。一是年龄

偏大的劳动者群体倾向于接受较低的保留工资，或者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使其

失业率及其波动性相对低；二是这个群体通常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就业状态，也

是援企稳岗等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有较大概率幸免于遭到各种类型失业的冲击；

三是该年龄段包括在工作经验和技能方面处于最佳状态的人群，譬如说年龄在

25~35岁的劳动者，他们往往颇受雇主的青睐，从长计议的话，企业不会因暂时

的经营困难而解雇他们。

从城镇劳动力市场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乎意料的变化。从 2021
年 1月起，官方发布的数据区分了两个劳动者群体的调查失业率，分别为“全国

本地户籍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和“全国外来户籍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后者

主要反映农民工的失业状况。自这两个失业率指标发布以来，在整整一年的时间

里，外来户籍人口的失业率都低于本地户籍人口。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也是吻合

的。然而，从 2022年 2月开始，情况发生了逆转，外来户籍人口的失业率显著超

过本地户籍人口，并且攀升到很高的水平。长期以来，由于人户分离的群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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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农民工的就业困难具有一种独特的表现。作为城市的外来就业者，一方面，

他们通常以降低保留工资和接受较为不利工作条件的方式，克服面临的结构性和

摩擦性就业障碍；另一方面，在遭遇周期性就业冲击时，他们往往以返乡的方式

退出城镇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城镇调查失业率一般不能充分反映这个群体面

临的就业困难和遭受的失业冲击。因此，将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外出规模缩减与

高失业率结合起来，足见城镇就业形势的严峻性。

劳动力市场的平衡与不平衡

近年来，中国的人口数据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

据，首次揭示总和生育率已经处于 1.3这一极低水平，人口自然增长处于急剧减

速的趋势；2021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到 0.34‰；联合

国 2022年最新预测表明，这一年中国人口将达到峰值。[1]随着人口达到峰值并转

入负增长，人口老龄化也将进一步加深，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速度加快。值得指

出的是，这一变化不仅不意味着就业矛盾的任何缓解，反而标志着中国就业形势

相对宽松的时期已经结束。在过去十余年就业的总量矛盾让位于结构性矛盾的基

础上，可以预期今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和摩擦性矛盾将更为突出。这主要可以

通过观察三个变化因素来理解。

首先，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段里，青年劳动者和大龄劳动者在劳动年龄人口中

的比重都将有所提高。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在中国全部 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

中，相对年轻的 16~24岁人口占比，预计从 2022年的 14.8%提高到 2035年的

17.0%；与此同时，46~64岁人口占比从 40.4%提高到 43.1%，25~45岁人口占比

从 44.7%降低到 39.9%（见图 2）。鉴于新成长劳动力缺乏就业经验，在技能上面

临较大的匹配困难；大龄劳动者的技能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变化的需要，就业的结

构性和摩擦性困难将显著加大。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在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

新成长劳动力，特别是其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各类毕业生的数量增长进一步放

慢，导致劳动力存量的人力资本禀赋改善速度降低，加大了劳动力市场匹配的

难度。

[1]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Online Editio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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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劳动年龄人口的构成变化（2022－2035年）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Online Edition, 2022。

其次，在 2004年经历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普遍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以及

在 2010年经历劳动年龄人口峰值之后，中国经济发生了以资本替代劳动为主要

特征的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比重显著下降，就业吸纳能力也明显减

弱，经济增长对更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相应提高。虽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重早已开始下降，但是，制造业增加值本身仍然保持较快增长，

2004－2019年期间年均名义增长率为 11.5%，同期制造业的城镇单位就业年均增

长率仅为 1.5%，而且从 2013年以来处于负增长。如果说（全国）制造业增加值

与（城镇单位）制造业就业在口径范围上不尽一致的话，可以用在城镇单位外就

业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本地和外出）农民工就业数据作一个补充性证明。2008
年以来农民工的制造业就业比重始终处于下降的趋势，在 2008－2021年期间，

该比重降低了 10.1个百分点。[1]

最后，新冠肺炎疫情对宏观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对就业

特别是非正规就业的冲击。无论是在制造业还是在服务业，一线岗位都经历了下

岗或裁员潮。经验表明，在宏观经济遭遇冲击的情况下，在就业岗位的供给和需

[1]参见国家统计局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2022-08-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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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两侧，都产生使得就业遭受永久性损失的因素。一方面，经济明显下行时期往

往也是创造性破坏的时刻，作为长期趋势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就业替代，在压力加

大的条件下会加速并提前发生；另一方面，年龄偏大的劳动者特别是其中的农民

工，以及一些灵活就业人员，会从此退出劳动力市场，即便是那些仍有就业意愿

的劳动者，也可能长期难以回到劳动力市场。因此，受疫情及其经济冲击损失的

就业岗位，有很大的部分不能指望失而复得。

根据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相关规律，经济增长的基本趋势将是逐渐减

速，因而对劳动力的需求趋于减少。同时，潜在增长率降低导致的经济增长减

速，也是人口老龄化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结果。这种内生性决定了劳动力

的供给与需求在总量上是平衡的，总体而言中国不再面临就业总量的压力。然

而，中国也将处于科技进步与运用，以及产业结构变化最急剧的发展时期。在新

技术革命及其引领的产业革命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在破坏旧岗位和创造新岗位之

间的不对称，突出表现在失去岗位的职工并不具备新创岗位所要求的人力资本，

导致技能供需之间的不匹配。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性质来看，其变化速度之快，

传统的人力资本培养机制难以与之匹配，因此，岗位创造在数量上常常难以弥补

岗位破坏。这将表现为结构性失业，或因长期面对技能不足的就业困难而退出劳

动力市场的现象。

在 2010年以来就业的总量矛盾让位于结构性困难的时期，中国的劳动力市

场也表现出就业破坏和就业创造并存的局面。从就业流量的角度看，就业破坏无

非就是在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因素之外，净增就业（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之差）

趋于减少的一个愈益重要的因素。根据这个逻辑关系，虽然现有的就业统计中没

有关于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的对应数据，但是仍然可以做一个不那么严格的数据

比较，粗略观察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在图 3中，把官方统计中报告的“城镇新

增就业”作为新创造就业岗位的代理指标。由于该指标仅仅记录了新创岗位数，

并没有减去损失的岗位数，所以并不是一个净增就业的概念。因此，每日里以巨

大量级涌现的新增市场主体或新创企业，是这种新增就业或就业创造的主要源

泉。另外，图中展示的“净增”就业，系年底就业总量减去上一年就业总量得出

的净增岗位数，可以看作是总体就业的净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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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城镇就业的创造、破坏和净增（2010－2021年）

资料来源：净增就业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

C01[2022-08-03]；新增就业数据来自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和统计公报。

在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的条件下，之所以每年城镇就业仍有净增，主要是

因为每年仍有一定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且越来越多地被城镇就业

统计所覆盖。从官方发布的数据中，可以得到岗位“创造”数和岗位“净增”

数，两者之间的差额即为被“破坏”的岗位数，表现为下岗、失业等各种原因造

成的退出劳动力市场。以 2019年为例，官方正式报告的城镇新增就业数为 1186
万，而在统计系统记录中反映的净增就业数为 1022万，意味着这一年有 164万岗

位被破坏。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净增”数据包含了统计口径改变的因素，例

如，农民工就业等非正规就业逐渐被纳入城镇就业统计，因此，就业“破坏”的

数量很可能被严重低估了。

这里讨论的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所用概念和数据均是在流量的意义上，而

没有涉及作为时点数据的失业人数和失业率，即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城镇登记

失业率（人数）和城镇调查失业率均未考虑在内。诚然，在讨论就业创造和就业

破坏时，失业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然而，这里的分析现实存在着数据口径

不一致的问题。例如，2019年和 2020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 3.6%和 4.2%，登

记失业人数分别为 945万和 1160万。按照人数和比率倒推的话，可知计算登记失

业率的分母即所谓“期末从业人员与期末实有登记失业人数之和”，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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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50万和 27619万，仅为当年城镇就业数的 58.0%和 59.7%。也就是说，一方

面，登记失业的统计对象范围远远低于实际城镇经济活动人口，至于城镇调查失

业率，迄今只有比率而从未公布过人数；另一方面，计算城镇就业净增时所依据

的存量数据与之并不直接相关。因此，当考虑就业破坏和就业创造等流量概念

时，可以把失业人数作为一个常数，假设其相对稳定。

自然失业率的长期提高趋势

在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之间的不对称，以及劳

动力市场上技能的供需不匹配等现象，都具有加大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的倾

向，推动形成自然失业率长期提高的趋势。现实中，中国城镇的自然失业率，正

在经历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并且从国际经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以及劳

动力市场新特点，可以预期自然失业率在后疫情时期将进一步提高。做出这个判

断来自对多种因素的综合考虑，下面列举一些主要的事实作为依据。此外，讨论

自然失业率的变化趋势，以其为基准进一步观察城镇失业率趋势及其性质（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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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以自然失业率为基准观察城镇失业率变化（1985－2022年 5月）

资料来源：不同时期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作者估算 （参见Cai 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Prospects: From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Reform Dividend,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16）、相关报刊的公开发布，以及国家统计局数据；自然失业率分别采用都阳等人的估算，

参见都阳、陆旸：“劳动力市场转变条件下的自然失业率变化及其含义”，载蔡昉主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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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 12——“十二五”时期挑战：人口、就业和收入分配》，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都阳、张翕：“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及其在调控政策中的应用”，

2022年，即将发表。

首先，已有研究的估算结果支持自然失业率已经有所提高并将进一步提高的

判断。从理论上和方法上，自然失业率即“不引起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水平”

（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可以通过过滤掉经济周期性波

动对就业的影响估算出来。利用 1987－2009年的数据，都阳和陆旸估计中国的

自然失业率水平在 4.05%~4.10%，并且发现其呈现上升趋势。 [1]曾湘泉和于泳估

算表明，2002年之后，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在 4.8%~5.6%的范围内波动。[2]参考这

些研究，并依据一些其他观察，在图 4中以世纪之交为界，前后分别以 4.1%和

5.1%两种自然失业率水平作为基准，观察实际失业率如何围绕其波动。从图 4中
也可以看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实际失业率更经常和显著地高于自然失业

率。如果这种情形延续下去，自然失业率将会再上一个台阶。

其次，易于受到结构性和摩擦性因素影响的就业群体，如农民工、各类毕业

生、大龄劳动者等，在总就业人群中的比重趋于提高。这个劳动力市场特征，可

谓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现象的温床。以非正规就业为特征的相关脆弱群体，也容

易成为自然失业的受害者。观察中国人口和劳动者群体的多元化和异质性，以及

由此产生的易于分化特点，为准确认识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或就业困难提供了微

观分析基础。2021年，中国人口中 34.9%的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流动人

口占据其中的 26.6个百分点；在全部 7.8亿劳动力中，实际就业人口为 7.5亿，其

中 76.4%为非农就业，61.6%在城镇就业。如果把城镇就业中从事临时性工作的

人群、劳务公司派遣的就业者，以及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就业人员，作为灵活

就业或非正规就业的代表，相应的比重超过 30%；在非农产业就业中，农民工总

数为 2.9亿，其中在本乡镇就业 1.21亿，外出农民工 1.72亿（年末仍在城镇居住

的农民工 1.33亿）。

最后，理论和经验均表明，每次衰退或危机之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

趋于强化，自然失业率有所提高。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中，衰退通常意味着部分产

[1]都阳、陆旸：“劳动力市场转变条件下的自然失业率变化及其含义”，载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

劳动问题报告No. 12——“十二五”时期挑战：人口、就业和收入分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

[2]曾湘泉、于泳：“中国自然失业率的测量与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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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破坏，对应的企业被淘汰出局。相应地，在经济复苏从而产能恢复的过程

中，新创企业常常发挥更大的作用。相比于被淘汰的企业，新创企业代表着更好

的生产函数，因而宏观经济从衰退到复苏的过程也就是生产要素的重组，即熊彼

特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过程。[1]因此，与衰退之前相比，经济复苏后企业对劳动

者的技能需求显著提高，必然导致部分劳动者难以适应。美国 1992－2008年的

多次衰退和复苏周期中，反复出现所谓“无就业复苏”现象，就是自然失业率提

高的表现。总体来看，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创新驱动，创造性破坏机

制将发挥更大作用，劳动者转岗的频率将显著增大。

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潜力

虽然经济学教科书把失业率处于“不引起加速通货膨胀”水平的情形定义为

充分就业，现实中并非总是如此。一方面，宏观经济学或者劳动经济学中所谓的

“自然失业”并不“自然”。也就是说，处于“自然”状态的失业现象甚至一些退

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形，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另一方面，自然失业率在统计意义上

并不总是确定和精准的，在先验的假设下以机械的方法进行估算，未必能够反映

复杂多变的现实，甚至有时会造成对现实的扭曲从而对政策的误导。一般来说，

过低的自然失业率固然可能传递人力资本投资激励不足的扭曲信号，过高的自然

失业率并且未被估算出来，因而不能引起政策应有关注的话，则会导致劳动力资

源未尽利用，既影响民生的改善， 又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

因此，在劳动力市场遭遇冲击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固然需要及时地应对

周期性失业现象，同时也要综合运用经济社会政策，着力消除妨碍充分就业的结

构性和摩擦性因素，防止短期冲击的后果长期化和常态化。在不存在周期性失业

现象的正常宏观经济条件下，从各个方面入手降低自然失业率，应该成为置于宏

观政策层面的积极就业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中国的经济现实中，仍然存在一些因

素，产生提高自然失业率的效果，即造成“不自然的”自然失业。找出这些因素

并进行分析，有助于在推动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实施积极就业政策中抓准切入口，

推动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目标。

首先，并非所有群体的就业都符合“充分就业”的本质含义。无论是农业中

[1]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第六

章“经济周期”，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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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存在的剩余劳动力，还是在低生产率行业以及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虽然按照

调查口径均不属于失业的范畴。但是，在中国经济现实中，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

间、各类行业之间，以及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偏大的生产

率差异。[1]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产要素流动障碍造成的，特别是由劳动

力市场上的结构性和摩擦性因素造成的。只要这些障碍继续存在，劳动力资源的

配置就不能达到优化的状态，充分就业也就不能真正实现。这一事实启示我们，

积极就业政策需要与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协同实施，以畅通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

力的流动渠道。

其次，并非所有具有就业意愿的群体都可以经“寻职”和“培训”等惯常程

序，顺利实现就业。现实中总是存在一部分劳动者，仅靠劳动力市场的自发作

用，甚至靠常规力度的扶助政策都不足以保障其就业。这种就业意愿不能实现的

典型表现有两种。第一种现象是所谓“沮丧的工人效应”（Discouraged Worker
Effect），指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且未能找到工作，以致失去信心不再积极寻找工作

的情形，在统计中被归为“退出劳动力市场”而不是失业。考虑到这个群体的

“退出”并非心甘情愿选择，美国劳动统计部门还专门计算相应的失业指标如U-
6，作为常规定义下失业率指标（U-3）的补充。[2]第二种现象是部分劳动者面临

比其他人更大的就业障碍，包括家庭照料负担重、患慢性病、有残障和年龄偏大

等，同时又有就业意愿。这两种情形都要求政府针对特定群体及其特殊脆弱性，

采取更大力度的措施予以帮扶。

再次，并非所有的岗位都可以依靠市场创造出来。由于自然属性或者时点变

化的影响，一些经济活动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社会收益大于私人回报，自发的市

场机制不足以反映对其真实的需求，也不能形成合意的投资回报和劳动者补偿，

因此常常导致供给不足。例如，有利于稳定生育率的托幼事业缓解家庭负担的家

务劳动社会化，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和气候变化行动、提高健康水平的

公共卫生、改善生活质量的社区服务、应对老龄化必要的养老、助老、敬老事

业，以及遭遇冲击时为稳定就业而设立的公益岗位等。显而易见，这类岗位的创

造有赖于一定程度的政策干预，以便提供额外的激励。

最后，劳动者群体的异质性导致劳动力市场匹配的复杂性。从各级各类学校

[1]蔡昉：“生产率、新动能与制造业——中国经济如何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中国工业经济》，

2021年第 5期。

[2] The Investopedia Team,“Unemployment Rate”, The Investopedia website: https://www.investopedia.com/
terms/u/unemploymentrate.asp[2022-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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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的新成长劳动力，往往遭遇较大的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困扰，以致产生一个

学历越高匹配度越低的“悖论”，这固然揭示了高校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困难，却

易于产生对教育发展方向的误导。一方面，随着教育阶段的提升，人力资本的专

用性提高、通用性降低，或技能的单一性增强，就业选择范围相应变窄，匹配难

度也就增大。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也对人力资本提出更高的需求，直

接信号就是对技能的专门化需求。把这两种具有规律性的现象统一起来理解，就

是要看到，在技术和产业结构千变万化的情况下，对技能的需求不仅是日新月异

的，同时也是瞬息万变的。这就造成一个市场失灵的现象，因为就准确辨析和判

断劳动力市场需求来说，无论是寻职者还是雇主，均存在个体层面的力有不逮。

可见，只有政府才能把教育、产业和就业协调起来，从而打破这个劳动力市场的

匹配悖论。

结语和政策含义

国际经验表明，在经济增长遭遇周期性冲击的情况下，如果政策应对不及

时、不恰当，便会留下影响后续发展的“伤痕”（Scar），产生所谓的“磁滞效

应”（Hysteresis），使复苏之后的经济增长处于一个较前更为不利的常态下。[1]与
此类似，如果应对周期性失业的举措不及时、不全面和不对症，或者仅仅依靠宏

观经济刺激作用，而不能同时解决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和摩擦性矛盾，那么可能

在就业问题上会留下“伤痕”，使经济复苏后的劳动力市场在更高的自然失业率

下运行。虽然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未因暂时的宏观经济下行而改变，但是随着人口

进入负增长时代，经济增长面临崭新挑战，劳动力市场格局确有可能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可以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认识。首先，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减少带

来更大的供给侧制约，投入驱动型的增长模式愈益难以为继。把增长引擎转到创

新驱动的轨道上，要求营造创造性破坏的环境，通过优胜劣汰提高生产率。与此

对应，雇主对劳动者技能的需求大幅度提高，劳动力市场技能匹配的难度将增

大，对积极就业政策的针对性和公共就业服务的精准度要求也大大提高。其次，

人口减少和更深度老龄化意味着需求侧因素特别是消费，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常

态化制约。由于劳动者的就业状况通过对居民收入的影响，进而影响家庭消费和

[1] Valerie C., Antonio F. and Sweta C. S., “Hysteresis and Business Cycles”, IMF Working Paper, WP/20/
73, Ma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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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总需求，因此，积极就业政策需要具备需求侧的宏观视角。例如，2022年 6
月城镇 16~24岁人口的调查失业率高达 19.3%，为同期 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

（4.5%）的 4.29倍。由于前一年龄组的消费显著高于后一年龄组，如抽样调查数

据显示，城镇 16~24岁人口消费支出的算术平均值是 25~59岁人口的 1.45倍， [1]

作为宏观经济周期性结果的青年失业率高企，将会成为宏观经济复苏的严重

堵点。

因此，应对当前具有短期冲击性质的失业问题，尚有很大的政策和制度操作

空间，特别是在治理周期性失业方面，需着眼于防止劳动力市场冲击持续过久、

对特定劳动者群体损伤过大，从而使周期性的、过渡性的因素转变为长期的、结

构性的因素。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生产和消费活动将恢复到常规轨道上，经

济增长潜力可以尽快得到释放，周期性失业现象预期逐渐消失。然而，既然失业

并非仅由周期性因素决定，因此，积极就业政策应该以更大的力度消除结构性和

摩擦性困难，降低自然失业率。经济发展是中长期增长与周期性变动的统一，受

到供给侧增长潜力的制约和需求侧周期波动的影响。相应地，积极就业政策同时

面临长期的就业促进、常态下的自然失业治理和就业困难扶助、遭遇冲击时的周

期失业治理，以及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等诸项任务。

把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要求把这些任务有机结合起来，使政策

措施的力度更大、效果更明显。首先，与长期经济增长对应的就业创造。通过改

善营商环境保持新增市场主体的持续流量，以扩大新增就业的数量。针对就业破

坏和就业创造并存的局面，应对人力资本需求与培养之间的不匹配及其造成的就

业扩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不同步，政府应更加注重促进教育、就业、培训等工作

的有效衔接。其次，完善和充实劳动力市场制度功能。建立和规范劳动法规确定

的有关劳动者权益和劳资关系的社会机制，使其充分体现劳动力要素以人为载体

的特殊性，在创造性破坏中始终确保对劳动者的保护。再次，针对劳动力市场结

构性和摩擦性因素，公共就业服务聚焦于对青年、大龄和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特别

扶助，降低自然失业率。最后，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周期性失业，既要使用货币政

策工具创造宽松货币环境和非常规的内外需求，促使增长回归潜在增长率，还应

更加擅长使用财政政策工具，通过社会保险、家庭补贴、岗位创造等手段稳定居

民收入和消费。

（责任编辑：崔秀梅）

[1]蔡昉、王美艳：“如何解除人口老龄化对消费需求的束缚？”，《财贸经济》，2021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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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Challenges Facing China: Short-term Shock and Long-run

Trend

Cai Fang 9

The COVID-19 outbreak has adversely affecte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ctivities, and
has impacted China’s labor market, leading to cyclical unemployment. Meanwhile, behind
such short-term shocks, there are also long-term structural factors that have led to the current
predicament. China is about to enter an era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which will further
dampen economic growth from both the supply side and the demand side. On the one hand, the
shift of economic growth drive to innovation may exacerbate the asymmetry between job
creation and job destruction and worsen the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human
capital, pushing up the natural unemployment rate, which has been caused mainly by
structural and frictional factors; on the other hand, underemployment and low quality of
employment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reasonable improvement in labor remuneration, and will,
from the demand side, also lead to economic growth potential being unable to be fully brought
out. It should be the priority goal of a pro-active employment policy to provide targeted support
for various employment groups, and combine the short-term unemployment governance and
the long-term exploration of the potential to create more job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Evaluation of the

Outcomes of 12th 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 and Prospects

Lu Xiankun 22

The 12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was successfully
concluded in June 2022, inking a number of agreements on coping with the novel coronavirus
pandemic, fishery subsidy, and WTO reform. The conference achieved results that far
exceeded expectations. What has been achieved at the meeting will help maintain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promote the WTO’s role in the for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and provide greater multilateral space for the benign interactions
among its major members. However,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nd trade

4


